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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模式。透過對長久以來影響歷史發展的「驅動力」

之探索，進而能提供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歷史事件的

發生？尋找問題發生的核心因素與影響歷史發展的結

構性驅動能量。如此研究，較之於當下許多僅以飄邈

的「概念」敘述空洞、缺乏實證能的「套理論」型研

究，應屬更為務實的學術「功課」。

我國在四面環海，但在對於海洋與海權的理解與

研究上，卻長期受到強烈的大陸性思考所限制。表現

在對於「軍史」的理解上，竟是片斷性的「戰史」堆

砌，對「地緣」的理解，總是侷限於台海週邊，此問

題的核心根源在於海權思想之建構，從軍官養成教育

壹、緒論

修西迪底斯（Thucydides）曾說「歷史會在未來

的時間裡，以不同的型態，重複出現」1，而黑格爾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人類不曾自

歷史中學到任何事情」2的說法，雖然說明了「歷史重

複出現」的原因，但未能說明驅動因素為何。因此，

若要尋找西太平洋海權發展的「歷史結構」，則不但

要發現不受外在因素影響而「長期存在的東西」3更

是要理解區域中主要強國（如中國、俄羅斯、日本、

英美等西方海權國家）在地緣條件下的歷史發展脈絡

西太平洋地區為吾等世代生息、賴以維生與情感交織的地理區塊，在

此先民的歷史點滴以及現代與未來之間相互交錯，形構出特定的認知與

感懷，因此，以理解過去為所以研究的初始，並為後續研究的起點與基

礎認知的再釐清成為研究區域權力競逐結構的重要目的。翻閱史料可以

發現：我國儘管靠海，但卻未分享海洋所賦予的文明，以及海洋所帶

來的利益。長期以來，吾等身處西太平洋這個權力糾葛、經濟成長巨大

變動的地區，但對於這個連接東亞與世界上最大海洋的西太平洋地區卻

又相當陌生。歷史的發展為何形成如此詭異的現象？空間、時間與人類

的意志、科技交織出情況迥異的歷史，然而世間有否命定的因數？筆者

認為，透過對歷史事件的檢驗，將可以發現區域中主要強國之所以能支

配區域事務的歷史發展脈絡或模式。故若能充分理解歷史脈絡之間的變

化，則可洞悉西太平洋地區，長久以來的歷史發展，作為解釋歷史事

件、理解現實問題、尋找問題發生的核心因素、甚至預測未來發展可能

性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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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太平洋海權競逐史略
海洋秩序觀點下的歷史驅動能量研析

（基礎教育）開始，就出現嚴重缺陷。4將海權概念

的建構，簡化為海權史課程，而在缺乏地緣戰略與國

際關係、權力政治的概念下，歷史教育被孤立於戰略

思考之外。透過事實上的教學經驗發現，軍事歷史的

教育，若不能透過地緣政治學的檢驗，很難建構描述

特定地區或問題時的視野與觀察，進而能掌握外部事

實，以及其中存在的關鍵性特徵，來進行思考、分

析。因此，構思以西太平洋為區域界線，作為理解爲

軍事行動與政治決策的平臺，形成抽象、簡化與模型

概念，以解讀各國的軍事目標之中相關地理特徵，政

治決策者如何決定戰略的優先次序等疑問。進而提供

海軍戰略研究者，對於此等地緣政治參與者之間的關

係、行為模式的簡易理解途徑，以供戰略上解釋、研

判，或甚預測的理論基礎。

貳、權力競逐的序幕與初步建構

西太平洋海權競逐歷史紀錄的序幕，係由古代中國

的海上冒險展開，中國人運用舟船進行征戰的開始，

約於西元前549年的楚康王伐吳之役；5另外，大規模

的海戰則發生於西元前482年，越國「發流習6兩千

人，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

再依據戰國時期的「水陸攻戰紋銅鑒」之圖形記載，

可知當時的戰船係雙層槳船，其下層為划槳的水手，

而上層則為作戰的兵士。7至於大規模的海洋貿易則

應可朔源自漢代，而以唐代為海洋活動巔峰的肇始，

其海貿所以興盛，係導因於歷代所累積的優異造船工

藝，而宋、元時期的長期海上發展，更為成鄭和海上

揚威行動的基礎。因此，鄭和的航海壯舉應被理解為

歷代出入海洋的延續。8事實上，15世紀稱霸世界海洋

的中國，並非奇蹟而是逐步積累的結果。相對的，為

何突然消失於海上？亦有其結構性因素。筆者認為：

古老的中華帝國確實存在著發揚海權的重要驅動力

量，也就是「貿易」，然而其貿易行為受限並依附於

「朝貢體制」之下，「利潤」引發的刺激，明顯的比

西方有著更多的壓抑。大體而言，中國的「天下觀」

數千年以來並沒有基本上的改變，其對外認知，總是

「以古驗今，戎敵之情，宜不相遠」9來界定。就文化

的深層意義來看，「夷夏之辨」在思想根源上是「華

夏中心論」和「文化正統論」在外來文化衝擊問題上

的回應，可視為跨文化交流之中，外來文化溶入中

國過程中的「文明衝突」形式。而對此問題本質的體

認，筆者認為必須與古老帝國的統治、支配能力與工

具等三方面一併思考。在「華夷天下觀」之中，對涉

外事務採取「不理原則」的核心思維，實為統治工具

不足狀況下的反應。當「朝貢貿易」僅作為內部統治

合理化的手段，當明惠帝已不再直接衝擊朱棣皇室的

統治權威，加上官方對於海貿的疑慮與制度上的結構

性缺陷，對海洋經略的忽視就成為官方長期的思維盲

點。然而民間的海貿活動則並未完全禁絕，沿海商業

行為與政府管制之間，只有貿易數量多寡的區別。

整體而言，西太平洋的海洋秩序直到1840年代以

前，係由中國以非官方直接介入的方式，形成非正式

的海商家族力量所主導。

華夷海洋秩序開始遭遇挑戰係起自於豐臣秀吉

（Toyotomi Hideyoshi）統一日本之後，當時為處理

「戰國時期」遺留下來大量「武士」而產生的內部安

定隱憂，與歷年戰亂所引發的糧食供應、人口結構等

社會問題，在政權維繫的思維下，考量「狩刀令」可

能引發的反彈等因素，故以對外征戰消耗、減低「武

士」對其政權的潛在威脅。因此，挑戰當時的海洋秩

序成為日本的戰略選項，而此種「取代式」作為之

中，其心理與政治的正當性建構問題，則來自於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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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日本成功對抗元帝國入侵所積累的自信心，10進而

為取代中國成為新的「華夷秩序」盟主，建構「正當

性」的基礎。然1598年的「露梁海戰」致使450艘艦船

遭擊沉或焚毀，在海權盡失的狀況下，終於導致朝鮮

的全面敗退；但相對在中國，長年的征戰致使國庫空

虛、沿海民生凋弊，也宣告明帝國的敗亡。11豐臣秀

吉過逝之後，後繼的幕府將軍缺乏再次挑戰中國的興

趣與驅力，西太平洋海域，再次回到中國主導的非正

式、非官方系統秩序。至1630年代，由於與歐洲的通

商交流逐步發展到日本內部權力鬥爭的範疇，更觸及

德川幕府政權維繫的敏感神經，終於導致1640年代之

後的「鎖國」回應，12亦使日本正式退出地緣政治競逐

的場域。然於此同時，俄羅斯的西伯利亞開發與俄羅

斯遠東地區的發現，成為聖彼得堡方面（�����������St. Peters�

burg）在其與大英帝國對抗過程中，新的希望所在。

然而由於天候限制、糧食與補給的需求，加上地理上

的「遙遠」，爭取「生存」選項被界定，故無論是出

海尋求漁場、海生毛皮的供應，亦或是南下尋找黑龍

江上游地區的農產補給，在相當程度上，均宣告在地

緣環境下，中日俄三方必然發衝突的結構性宿命。

歸納而言，此一時期的海洋秩序模式，係：由中

國的傳統「不理」政策、日本的「鎖國」作為，加上

俄羅斯的「力猶未逮」事實所組合而成。此種歷史形

勢發展的外在現象是：區域權力結構的鬆散狀態。而

此地緣形勢，洽正提供17世紀西歐海洋強權運作的空

間，更為新興獨立的美國，提供介入東亞事務的機會

與條件。

參、近代的挑戰與回應

美國獨立之初，歐洲諸列強因顧忌英國而設定許

多貿易限制，但在太平洋地區則未受影響，相當程度

上亦鼓勵美商向亞太地區冒險。對華貿易自1784年，

「中國皇后」號（The Empress of China）首航中國

後展開。1789年7月，美國在其第一個關稅法案中，即

對從事與中國、印度貿易的美商予以優惠待遇。1819

年美國勢力以捕鯨為先導到達夏威夷。1820年代，開

始建立太平洋艦隊，以確保太平洋的海洋貿易、捕

鯨、捕獵海豹等巨大利益。在國際權力競逐的過程之

中，��������������������������1819����������������������年與西班牙簽訂「橫貫大陸條約」（������Trans�

continental Treaty），正式主張將其西部邊界延伸

至太平洋岸。美國應以「太平洋帝國的基礎與出發

點」，「以太平洋為自然邊界」的概念漸被確定。
131824年的美俄合約，標誌著俄羅斯在地緣壓力下的退

場。1844年，以「利益均沾」為名而簽定的中美「望

廈條約」（Treaty of Wanghia），基本上是「提出分

享要求」14最惠國待遇的「搭便車」行為。伴隨著競爭

對手的式微與經濟實力的攀升，由基督教文明建構的

「天定命運」（Manifest Destiny）認為「未來是美

國的偉大時代」，15這種新型態擴張主義，係夾帶著

特殊的宗教情懷與道德認知，驅動美國邁向東亞。整

體而言，不同於早先西歐古老殖民帝國分別因貿易或

傳教而東來，美國的擴張是物質與精神，全面性的將

其理想、價值觀、民主政體，甚至宗教信仰融合成行

為的「道德正當」。1852年，西沃德（William Henry 

Seward）對擴張本質的注解，係：太平洋與其週邊的

廣大土地是未來的主要舞臺，對中國政策的核心則是

與世界列強的相聯合，以共同「分一杯羹」。16

在遠東市場利益考下，蒸汽機動力革命的地緣政治

意義，在於燃煤的補給，於是日本成為急欲打開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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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171853年美國海軍準將派里（Matthew C. Perry）

率艦強迫開港。隨著開放門戶到「大政奉還」再進入

「明治維新」（Meiji Restoration），日本經歷短暫

的爭議與動亂後，嶄新的帝國開始呈現，西北太平洋

新的地緣競爭態勢形成，日、俄、美三角關係浮現。

此其中，美國較傾向於美日關係的建構，包括協助日

本的現代化、北海道的開發、台灣問題的暗助等等。
18對於俄羅斯而言，若要保持其強權地位，勢需快速

發展經濟，然而版圖太大的問題造成資金無法全面挹

注。

19世紀的最後十年，對中日兩國來說時間與國際

情勢均達到關鍵點，若不能擊敗對方，則均難以在世

界立足。而日本的國內政治局勢，更出現多重危機，

最後陸軍主張成為主流，加上西伯利亞鐵路即將通車

的壓力，奪取朝鮮成為必需。透過「甲午戰爭」，日

本取代清帝國成為東亞強權，但也由於列強的疑慮，

造成「三國干涉還遼」，進而種下「日俄戰爭」的前

因，同時在中國亦引發列強間的強佔與勢力劃分作

為。面對東亞權力平衡的巨變，美國的回應反射在夏

威夷的併吞與菲律賓的佔領。但受限於海軍力量不足

而陸軍又忙於應付菲律賓叛亂，終促使美國提出「門

戶開放」（Open Door Policy）。在1899年9月，海約

翰（John Milton Hay）照會要求列強不得獨佔在中國

的勢力範圍，必須開放市場。191900年義和團事件，擔

心列強趁機瓜分，又兩度照會「關心中國領土主權之

完整」。20其實，門戶開放政策的目的，在於處理惡

化的遠東經濟局勢，避免各國排擠美國的在華利益，

透過「道德式」、「宣告式」的論述，形構國際行為

的「正當性」，再與英國聯合，爭取最有利之機會。

對日本而言，地緣情勢在俄羅斯勢力入侵滿洲之後更

形險峻，恰於此時，「東方問題」引發的中亞「大競

賽」（Great Game），迫使英國在無法同時對抗法、

俄在東亞的擴張狀況下，與東京於1902年簽署「英日

同盟」（Anglo-Japanese alliance），藉鼓勵日本

在滿洲與朝鮮封鎖俄羅斯，以取得日本的合作，維繫

英國在中國與東亞的利益。21對於俄羅斯而言，其遠

東地區距離遙遠，致使建設發展受限，而無法支持人

力與財政之大規模轉移，即便西伯利亞鐵路通車，但

在歷史上，俄羅斯亦未能進行規模化、計畫性的移民

作為，以致在人力與自然資源欠缺狀況下，無法支持

在西北太平洋的強大軍事存在。此等地緣因素，亦使

得聖彼得堡方面，無法藉由陸上運輸，以解除旅順港

（Port Arthur）的封鎖，而使日本藉由港口、兵站、

煤站的優勢，進而消滅俄羅斯太平洋與波羅的海艦

隊。22

歸納而言，秩序的調整緣起於新興強權的出現，對

西方海權國家而言，權力平衡係傳統的地緣認知與操

作模式，因此，透過國際條約的安排，使各權力競逐

者，維持穩定的對峙關係，續海洋貿易的運作，即為

此時期海洋秩序操作的核心。

「日俄戰爭」意味著戰略三角之另外兩邊的自相

殘殺，將有利於美國，樸茨茅斯合約（Treaty of 

Portsmouth）即顯現此權力平衡的安排。隨著國力的

增強與國際地位的提高，「全面性世界秩序體系」的

建構，成為美國的戰略核心，在東亞的利益係建構

在均等的商業機會與中國的領土完整。就美國認知

來看，俄羅斯在中國的擴張是直接挑戰門戶開放核

心；同樣，當日本試圖獨霸中國市場時，採取對抗政

策亦為邏輯之必然。由門戶開放標示的遠東外交政

策特點，在於「透過和平與合法的手段進行擴張」，

但相對應的經貿關係、軍事能力、殖民地（菲律賓）

安全等，均為牽制美國行動自由的因素。故無論「塔

虎托－桂太郎協定」（Taft-Katsura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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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魯特－高平協定」（������������������� �Root-Takahira Agree�

ment）均屬實力不足的妥協，其目的在於「希望日本

自制」。23另透過「金元外交」（Dollar Diplomacy）

政策，對「美國在外國的一切合法、有利的企業給予

一切恰當的支援」。24透過美國資本參與投資，使美國

在目標國內，獲得更權威的影響地位。25

總體而言，強調國際合作、和平的商業擴張是美國

秩序的核心，以大國之間的相互合作與依賴，代替權

力政治之中的破壞性競爭。此亦為海洋秩序之中透過

經濟、貿易、與制度設計的手段，支持霸權擴張的理

論基礎雛型。

一次大戰之後，西太平洋的地緣競爭者減為美、

英、日三國，而其地緣政治競賽趨勢，呈現出崛起的

日本、衰落的英國與搖擺的美國。戰後，為避免歷史

重演、爆發全球性戰爭，而設定的新規範，26期透過

軍縮會議、公約，建構解決衝突的機制；透過門戶開

放，建構全球化與制度化機制。主流的自由主義者相

信，若能透過競爭行為的限制，則能避免戰爭，此即

「華盛頓條約體系」（Washington Treaty System）

的思維核心。然體系設計的前提，係美日雙方雖以對

方為假想敵，但不敢開戰，且相互需求。因此「為

緩和關係，避免過早攤牌的妥協」，即為其本質。

於是，透過「華盛頓海軍會議」（����������� ���Washington Na�

val Conference）、「九國公約」（The Nine-Power 

Treaty������������������ ��������� �）、「倫敦海軍會議」（������� ��������� �London Naval Con�

ference）等制度安排，成為兩次大戰期間，規範秩序

的制度性嘗試。1920年代末期，中國的統一與蘇聯政

局的底定，形成對日本的威脅。經濟景氣衰退伴隨天

災地震等影響、門戶開放的名存實亡，均顯示新的權

力競逐正在積極醞釀。日本侵華初期，美國的態度持

續低調，其中有受限於軍力不足，亦有傳統外交意識

形態的因素影響，然而日本則在軍事勝利的鼓舞下，

致使外派駐軍與東京參謀本部之間的戰略認知差異擴

大，1939年關東軍執意發動諾門罕戰役（Battle of 

Nomonhan）即為代表，先勝後敗的戰役，不僅為日本

帝國的首次嚴重挫敗，更突顯在「保衛滿洲」與「馴

服中國」這兩項行動中，日本非但不能獲利，反而是

持續消耗其有限的資源，27「大陸內澳是海權無法到

達與支配的地區」的戰略意義亦被實證。日本的陸海

兩棲戰略，在缺乏地緣因素支撐狀況下，更宣告美國

地緣結構的競爭優勢確立。而當華盛頓體系全面崩潰

之後，以確保滿洲國，控制中國關內，消除「蘇聯威

脅」，打擊美英勢力的「國策基準」，將海外擴張與

日本的種族和經濟發展整合的結果，28也宣告美日「終

須一戰」的歷史宿命。

日本軍國主義的發展，除外在國際局勢力因素，

更重要的是政府與財閥之間的相互支援，對外擴張有

賴於財閥提供的資源，而財閥的利潤機會則有賴於龐

大的軍事採購與海外殖民地的投資，29其緊密關係更

顯示在軍閥與財閥之間互通、互賴的政治文化與實

踐，30最後導致於在太平洋戰爭的戰略設計上，出現

「戰略被動」與「畫地自限」的致命缺陷。故珍珠港

（Pearl Harbor）襲擊時，未能以摧毀美國的軍事工

業再生能力來掌握致勝的關鍵，而至中途島（Midway 

Islands）戰役之後，即因主戰艦隊的毀滅，而注定

戰爭的失敗命運。然而在中太平洋島嶼的反攻行動，

與日本在塞班島（Saipan）、硫磺島（Iwo Jima）等

地的殊死抵抗，促使美國在結束戰爭問題上，陷入困

境，故在外交上一面鼓勵中國抗戰的決心，一面誘使

蘇聯投入戰場，但如此操作亦爲戰後投下兩極對抗的因

子。在空襲無效以及可能面對上萬美軍可能因登陸日

本本土而喪生的壓力下，兩顆原子彈成為美國的戰略

選擇。就地緣的理解而言，美國對戰前日本擴張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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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係以其海洋戰略利益為出發，默許日本對朝鮮的

擴張，不理對中國的侵略，均因此等行為不涉及美國

的核心利益；然而當日本不能謹守只在大陸擴張其勢

力，而轉向海洋東南亞的掠奪時，美國的戰略回應，

就只能選擇由「禁運」而展開的「對抗」。31此點，明

白顯示出對於海權國家而言，係將海洋秩序視為不可

挑戰的底線。

肆、戰後美國新秩序的設計與政經

整體安排

二戰之後，美國以威爾遜（������������������  �Thomas Woodrow Wil�

son）的理想作為新世界秩序設計的核心，分別在「布

雷敦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聯合

國的建立與對德、日兩國的佔領與政治系統重構作為

上，顯現其霸權支配的痕跡。建立聯合國的目的在於

「實現國際聯盟的崇高理想」，32運作上雖強調「聯

合國憲章」的普遍性原則，然而從權力政治的角度而

言，則是「將歐洲為中心的世界體系，向全球性體系

平穩過渡」，33其中，常任理事國與「否決權」的設

計，34即反映出戰後世界政治力量的對比，與重新支

配的權力模式。尤其在安理會成員的考量上，更顯現

「中國在和平會議上將追隨美國」35的策略盤算，以及

透過在內部機制的權威性強制力量建構，確保美國意

志實踐的可能。

事實上「雅爾達體系」（Yalta system）所形構

的國際秩序，係奠基於傳統的「權力平衡」思考。36

而此協議係美、英、蘇三國討論戰後國際秩序安排與

勢力範圍劃分的一系列會議之結果，在歷史意義上，

除奠定各方勢力範圍的基本架構，同時也開啟後續的

長期爭端。由於各方對勢力範圍劃分需求各異，利益

交換成為談判的核心，美方希望爭取蘇聯積極介入東

亞戰局，早日結束戰爭。因此放棄在「德黑蘭會議」

（Tehran Conference）之前將中國視為最終打敗日

本的構想，進而與蘇聯進行利益交換。而其作為的依

據，乃由於中、俄之間無論在歷史傳統上、地緣安全

上均存在嚴重的衝突，故中國在政策上勢必選擇傾向

英美。37

至於在循環結構層面上，歷史經驗顯示，貨幣、金

融與貿易關係與戰爭的爆發密切相關，於是國際經濟

合作成為選項，促使1944年7月布雷敦森林會議簽署

重要的重建制度，以維持匯率穩定與國際收支平衡；

並鼓勵對外投資、籌措資金以促進戰後經濟復甦與發

展；力圖避免關稅貿易保護與歧視性貿易政策，以促

進國際貿易的自由化。透過聯合國組織建構國際上政

治合作的基石，透過布雷敦森林體系在國際經濟合作

上架構可能。38於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

tional Monetary Fund, 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 WB）、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即成為美國用以

取代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ECOSOC）的重要工具39並藉以支持其「國際

秩序」、「海洋秩序」建構的重要基礎。

戰後蘇聯的擴張，被認為是國際秩序的重大挑戰，

於是杜魯門（Harry S. Truman）希望藉由馬歇爾

（George Catlett Marshall）調停，阻止中國內戰的

擴大與延續，然而情勢卻依然全面惡化，致使利用國

民黨政府維持遠東安全與穩定的構想破滅。40最後導

致以「白皮書」、等待「塵埃落定」等作為來因應變

局，並改變將日本「去軍事化」的思考，恢復其軍事

工業與重工業，41以重新建構西太平洋秩序的執行者。

而韓戰的爆發與冷戰的成形，更促使美國改變其對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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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約的政策方針，42在戰略目標上，優先扶植日本，成

為密切的同盟，並確保東南亞與西方的關係，阻止亞

洲激進民族主義的發展。韓戰引發的兩極對抗中，毛

澤東派兵參戰之目的，係消除史達林對中共的疑慮；43

更是「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44省度其利

益，係：透過韓戰，將投降的國民黨軍隊投入戰場，

處理「忠誠問題」，另藉韓國戰場獲致蘇聯的軍事援

助、處理剩餘混亂的軍火問題、建立共產世界的發言

地位。45而「杜魯門主義」（Truman Doctrine）的地

緣政治意義，即：將東亞沿岸與西太平洋納入美國的

戰略疆界，以確保亞洲大陸不會發展出挑戰性的兩棲

力量。46據此，美國先後與菲、澳、紐、日等國簽署雙

邊或多邊防禦條約，與南韓、台灣簽訂「共同防禦條

約」，更於1954年9月簽署「東南亞集體防禦條約」，

形成在亞洲大陸的東、南區域對共產世界的包圍。

以史派克曼（Nicholas J. Spykman）的地緣理論

來看，係在歐亞大陸邊緣地帶保持美國的軍事優勢，

以壓制蘇聯向邊緣地帶突破，進而挑戰西方的海洋秩

序。47整個1950年代美國的東亞政策，建構在分裂中

蘇同盟、圍堵共產主義發展的現實需求上，認為地緣

因素的限制，中共將勢必依賴蘇聯以取得資源，而能

力有限的蘇聯必然無法滿足，故裂痕遲早會出現，因

此，削弱中共即可有效遏阻共產主義的擴散，使東亞

國家更親近西方。48若以歷史發展來檢討圍堵戰略，可

發現「現代強權在尋求圍堵敵人擴張之時，係綜合採

用經濟封鎖與軍事措施」而此歷史經驗的延續，則可

推論美國未來的策略運用，依然將「採取複合性的圍

堵行動」。49

1960年代末期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此點意

味著日本對於美國的保護與扶植，具有實質上的「荒

謬」。日美之間由於「力量差距帶來的協調關係日趨

減弱」，「對等關係的危機」開始新的支配關係之調

整與衝突，50亦導致1960年日美安保條約的修改。隨

著越戰與長期承擔的對外援助與軍事義務，造成美國

在政治威望與經濟發展上的損傷。「特里芬難題」

（Triffin Dilemma）的出現，51促使1971年「新經濟

政策」下，布雷敦森林體系的崩潰。而國際政治的多

極化趨勢，使美國的支配地位，進入新的調整時期，

透過����������������������������� �1976������������������������� �年������������������������ �1����������������������� �月的「牙買加協議」（������������� �Jamaica Agree�

ment），成功的找到「經貿、貨幣制度上的支持」，52

另藉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以及自1975年開始

的西方七大工業國家高峰會議（The Group of Seven, 

G7），形構海權國家協商解決國際經濟問題的重要機

制，與維繫海洋秩序發展的重要條件，更在國際金融

危機當中，扮演解決問題的角色，53亦使美國在多極體

系與多元世界中，確保持續領先的態勢。

1970年前後，美國為避免身陷亞洲而嚴重影響全球

戰略的主動權。自越南戰場脫離與改善中國關係，成

為當務之急。藉中國以牽制、抗衡蘇聯的「三角戰略

關係」成為主流戰略思考，以增加對抗蘇聯的籌碼，54

但同時也造成結構性的缺陷。因為，華盛頓的戰略選

擇，必須要引導北京發展資本主義，但也因此很容易

受中共的影響，55美蘇關係成為影響美中關係親疏程度

的變項，戰略主動在此就陷於結構性的框架之下。56因

而導致：區域性危機的影響程度超越兩強的全球性競

爭，而其中經濟因素的重要性又超越地緣政治的影響

力，但美國在這兩方面都未能有效的因應。57

1979年12月27日，蘇聯入侵阿富汗，以實現其南下

控制波斯灣、印度洋的目標，58卡特（Jimmy Carter）

將此「視為對美國核心利益的挑戰」。59世界局勢重

新轉為尖銳的對抗。迄至雷根（�����������������  �Ronald Wilson Rea�

gan）主政，其基本戰略設計在於：「維持有效的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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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與圍堵，加強友誼建構與合作，以阻止威脅、緩和

緊張局勢、促進爭端解決」，在太平洋地區的作為則

是「強調美國的責任與合法的國家利益」，以及「對

此地區發展與繁榮的貢獻」。60雷根雖然發展出自越

戰結束以來最強大的軍事力量，但相對的，預算與貿

易的「雙赤字」（Double Deficit）現象更為嚴峻。

美國的回應則將「公平貿易」（Fair Trade）與「戰

略性貿易」（Strategic Trade）概念成為法律。61

透過「公平貿易」建立新的貿易規範，另藉由以政府

干預、協幫出口、爭奪市場、提高國際競爭力的「戰

略性貿易」手段，重新擴大與對手之間的「經濟」差

距，以彌補赤字。所謂「雷根經濟學」（����������Reagoneco�

nomics）政策，係在國際上對抗採用「國家主導型經

濟政策」的國家，迫使日本、韓國等亞洲新興工業化

國家，降低國家介入經濟領域的程度。62透過各種不

同措施，建構美國軍事力量增強、國際影響力擴展所

需要的「正當性」與「合法性」，雖然造成西方盟國

之間的緊張關係，但新的制度體系，透過「道德包

裝」、「威脅制裁」、「國家出口戰略」（National 

Export Strategy）等手段的綜合運用，63以及美國

政、軍力量的支持，進而導致美日摩擦的緩和、經濟

復甦、高科技領域的全球競爭力恢復。

伍、冷戰後海洋秩序的挑戰、回應

與未來判斷

1985年，舒茨（George Pratt Shultz）提出：世界

權力分配情況正有利於美國的預測。64隨著戈巴契夫

（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ev）改革引發的「蘇

東坡效應」，冷戰結束又代表著美國全球戰略的全面

性調整。65後冷戰時期的國際環境特質：1.美國權力的

獨大特性；2.大規模恐怖主義的快速成長與全球蔓延

特色；3.經濟相互依賴的持續增加；4.民主持續鞏固

與擴展；5.全球環境惡化的加速等。66在此條件下，

致使利益的界定、獲得、保護均出現不同的見解與爭

議。就美國的挑戰而言，蘇聯威脅的消失，客觀上使

盟國之間的政治合作關係日漸鬆散，日、歐脫離美國

中心的環境已成形，日本成為「安全威脅」。67然而，

日本、或甚俄羅斯，均缺乏成為對抗美國海洋秩序的

地緣條件。目前只有中共可憑藉其重要的國際市場地

位，加上自然資源的自主性，以及領土廣闊與內部交

通線的掌握，而成為唯一能挑戰美國海洋霸權與東亞

兩極架構的國家。21世紀的和平與否，端賴中共是否

會發展其海洋投射能力，挑戰美國利益與目前的東西

兩極架構。歷史經驗使北京在發展陸權問題上，存在

著既定的優先順序，先求陸界安全，再對付海洋。整

體而言，中亞地區的戰略脆弱性，顯示其無法控制

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亦難以在戰略上將海權列為優

先。68若北京企圖向海洋發展，挑戰海洋秩序，則勢必

將面對猶如日本在二次大戰時期，「同時向陸、海兩

線發展」的戰略困境。

由海洋秩序的歷史發展來推論，若能在「海陸權

間，井水不犯河水」的態勢下發展，則似乎有趨於平

衡與穩定的可能。以歷史發展的線性關係來看，自

1980年代開始，由於東亞新興國家實力迅速增長，因

此美國的戰略構想轉而以控制海洋通道，加強作戰機

動與高科技能力為核心，相對於中共的軍事重要性則

明顯下滑，69美中關係的主軸轉為如何透過經濟交往與

制度約制，促使持續全面開放。但歷史終究不是線性

方程式，小布希（George W. Bush）在「911事件」之

後的新世界秩序邏輯，係將對世界秩序的追求，建立

在美國單邊主義、強制性主導、劃分戰略區域以及減

少對既定規則的承諾等基礎之上。70其操作模式包括：

1.以經濟、軍事、技術優勢，主導國際秩序；2.以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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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利益重塑國際制度；3.以「合作機制」確保霸權地

位；4.以「先制攻擊」對付恐怖主義。此種新保守主

義理念，過度強調單邊軍事力量的運用，對國際規則

與制度的不信任而以美國的民主價值，要求徹底改變

世界政治結構，71形成唯一超強的認定，加上強烈的自

我中心「正義感」、「責任感」，進而發展出「新帝

國」的概念，透過軍事力量的壟斷與獨佔，確保安全

及內部穩定，執行其「約束其他國家但本身卻不受制

約的規則與秩序」。72然如此作為，則將會陷入「霸權

興衰」的循環之中，而與長期以來的「海洋秩序」建

構，阻止「霸權循環」發展的企圖相違背。事實上，

任何大戰略的成功，均有賴於戰略目標與戰略手段之

間的平衡，超越能力的目標追求，並沒有歷史上成功

的典範。同樣的，中共的海洋戰略發展，亦存在「鐵

畢茲式」的錯誤邏輯，自1985年起中共的海洋戰略轉

換成積極性的「中、遠海防禦」，其目的在於：1.政

治上含括其主權主張，2.經濟上確保海洋之運用，

3.外交上擴大國際影響，4.軍事上加長國防縱深。73根

據劉華清的戰略構想，其所謂「三層防禦戰略」係以

距岸150浬為內層，300浬為中程；而外層部份則沿海

岸線展開，北起阿留申群島（Aleutian Islands），

南至南中國海，建構「中遠海防禦線」，希望在2050

年能具有控制「第二島鏈」之作戰實力。74而在普遍高

張的中國民族主義的認知裡，強有力的威懾武力才是

政治與外交途徑解決爭端的保證，故縱使北京方面宣

稱其防衛性的國防絕不對外擴張，並在執行程序上則

是以其地緣的層次區分，以先印度洋後太平洋的方式

逐步推展。但若以歷史經驗來看，相較於一次大戰之

前的德國海軍發展，其建立「公海艦隊」（High Seas 

Fleet）的原初目的僅為德國殖民利益的保障，但其擴

軍的行為，即便透過外交管道的說明，亦無法去除英

國對於逐漸強大的德國海軍會危及大英帝國海上生命

線的疑懼，75此情況在當今中共的對比形勢下，依然正

在面對著如此的「困境」。

陸、歷史發展模式的建構－結論

回溯西太平洋地區歷史發展的足跡，筆者發現三種

歷史模式。首先，當東亞大陸帝國勢力強大76時，帝國

對海洋秩序的建構，存在主導的意圖與能力，但畢竟

受制於資源的侷限，故僅能以「朝貢貿易」77的方式，

建構一種特殊的「朝貢貿易式的海洋秩序」。然而，

當東亞大陸帝國勢力相對衰弱時，海洋經營的意願與

能力隨之減低，海洋的邊陲地位，加上海洋環境受勢

力不易結合與動員能力不足的影響與限制，78使大陸週

邊的緣海國家，乘隙建構新的反華夷式西太平洋海洋

秩序，但終究因為多重的限制，而在「競爭海權」的

過程中，逐漸消耗能量。最後，當西方國家進入西太

平洋海洋之後，由於係以生產（Production）、航運

（Shipping）、殖民地（Colonies）為要素的海權概

念，79來建構其海洋秩序概念，故對東亞大陸帝國並無

領土野心，僅有貿易需求，因此在不挑戰大陸帝國生

存利益的前提下，透過海權的力量，組建武力震攝、

經濟支援、制度規範等三個相互支援的循環架構，建

構其西太平洋海洋秩序，並以此發展出特殊的歷史發

展模式。而筆者認為此三種歷史模式之間，存在著某

種特殊的時間、空間與人的組合，透過該種組合，即

形構出歷史發展的驅動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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